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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与国家概念再审视

张 禹

摘 要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很多都建立在批判西方国家能力理论的基础

上。西方学界对国家能力本质的主流认知经历了国家自主性到基础性权力的转换。在这一

过程中，人们把抽象的国家分解为具有一致性的行动者或制度组织，突出其中一种属性对国

家能力产生和运行的作用是常见的国家概念操作化方式。然而，这种简化操作不应该遮蔽

国家能力研究中关于国家性质、要素的具体论述。合理地扬弃西方国家能力理论需要重视

以下问题：历史化、情境化地阐释国家概念中的制度—行动者二重性；重视国家权力向国家

能力转换中关于国家价值取向的预设；关注公共利益与国家机构利益的一致性；正确看待

“人”对制度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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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后，国家治理能力概念便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和

机构，并通过各级官员实现其既定目标。制度形式、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制度化程度的高低和人与制度

互动模式的差异使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别。与此同时，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当今世界范围

内最重要的统治机构和基于人的自然倾向①演化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不同地域的民众对国家的意涵及其

应该具有的能力享有某种共识性认知。无论是直接将西方的国家能力概念运用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

研究，还是批判、扬弃西方国家能力理论，把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处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1］（P21）的进

路，这种寓于国家概念中的变与不变都是进行跨国比较和理论批判时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

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在本质上都应是一种合理有效的、旨在实现自主向善的国家目标的权力，都需

要从客观上满足民众主观层面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国家功能、使命的预期。

一、国家能力研究中的国家观

国家能力是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脉络和学术概念［2］。经过数十年的演变，国家能力已经

成为解释一国政治经济发展、民主巩固/崩溃和国家失败的重要理论工具。这些讨论中，对国家能力的

阐释随着人们对国家性质、要素认知的改变发生着变化。通过降低分析层次，把抽象的国家分解为行动

者或制度组织，突出其中一种要素在特定时刻和情境中的作用是国家能力研究中常见的操作化方式。

这种研究方式也影响了中国学界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阐释，使国家常以政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组

织甚至社区等形式见诸国家治理能力的讨论中［3］（P163）。然而，以小见大、化整为零地界定、阐释国家

治理能力主体的方式并没有很好地呼应国内学者把国家治理能力定义为基础性、超越性和整合性力量，

①这种自然倾向既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之意，也有霍布斯的自我保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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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中国）作为主导性治理能力主体的理论视角。无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还是国家能力，都绕不开

某种国家观。真正的国家（治理）能力研究需要切实地建立在国家这一实体之上，而非是对国家进行简

化、还原后的“剩余物”（制度、组织、行动者等）之能力的研究。然而，反思国家自身的组成要素，把国家

建构结果的多样性和不同国家类型的产生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构成国家能力研究的起点，而是在

批判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过程中逐渐延伸出的一脉文献［4］。这种理论发展脉络上的次序颠倒使很

多针对国家能力的研究秉持了一种行动者—制度二分的国家观。其中，在相当一部分历史制度主义范

式的国家能力研究中，大多数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框架下［5］的文献都

倾向于把国家视为行动者。在行动者主导的国家观中，制度和结构的作用虽有所涉及，但主要以影响行

动者行为策略、利益考量和资源调度的方式被间接地加以体现。除此之外，把国家视为具有组织特征的

制度机构而非具有人格特质的行动者，则是很多从制度化、例行化和强社会、强国家的相互赋权角度来

阐释国家能力的文献背后所秉持的国家观。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性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并不构成国家

能力研究的变量，而是以一种背景和常量的方式见之于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中。这使国家能力常被理

解为一种制度性的强制力或者统治者的偏好，国家能力运行的支配—服从基础及其与特定历史情境中

社会价值规范的统合过程受到遮蔽。长此以往，民众对国家能力运行目的、结果的主动服从被官僚制的

日常化运作和个体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选择所取代；不同社会文化情境和时间节点上国家理由的产生

过程受到遮蔽①。

国家性（stateness）是国家存在和权力延续的观念和国际基础，彰显着国家具有其他社会权力主体所

不可拥有和替代的使命与功能［6］（P570）。国家性既通过国家官方的公共叙事得以彰显，也在国家切实

履行其功能的过程中被强化——对内，国家向赋予其权力的民众提供符合需求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对外则满足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的预期。这种民众主观期待与国家客观表现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国家

能力产生和运行的重要前提。正如卢克斯（Lukes）说的，真正理解（国家）权力的概念需要一个非行为层

面的第三维度来揭示权力如何通过塑造个体观念、偏好，从而使其自觉服从自身在现有支配关系中的角

色和地位［7］（P24）。要学理化地呈现国家权力/能力的真实运行状况，需要重视国家的非物质属性，揭示

清楚国家作为有机的观念与组织的统一体，其意志和目标与民众的观念、利益之间一致性的形成。

二、国家能力主体的制度—行动者二重性

关于国家能力主体性质、要素的争论可以追溯到斯考切波（Skocpol）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论述和相关

学者对她的批判当中。斯考切波从国家—社会的隔离入手，强调只有作为行动者的国家产生了自主的

意识来制定并追求其自身的而不是某些群体、阶级或社会的目标时，探讨国家（通过政策、组织）执行、实

现其独立的官方目标的能力才有意义［8］（P9）。这种通过未言明的代表逻辑，把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的

主动选择等价为国家的意志、目标的预设，是国家自主性概念遭到批判的重要原因。然而，斯考切波在

具体阐释国家自主性的特征时还特别强调了其具有的潜在性特质，很多批评斯考切波把国家一边倒地

视为行动者/政治精英的观点，往往误解了她对国家自主性之潜在性和历史性的论述。

在斯考切波看来，作为国家能力基础的国家自主性虽然依赖政治精英的内在潜能与实际行动，但政

治精英和利益集团的组织、行动方式以及政策动议往往受制于更大的结构，所以国家自主性是潜在的，

具有关系性的特征，它的出现或消失是行动者和结构在具体历史过程中交织互动的结果。这也是斯考

切波认为针对国家能力的跨国比较研究只能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强弱，要澄清各个国家能力产生与作用

的具体机制，必须结合针对个案的历史分析［8］（P14）。这与后来曼（Mann）等人批评的那个秉持真实精

①国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使命不同会导致其目标定位即国家理由关切的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国家建构和民主建立二

者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主次、先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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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主义（true elitism）的斯考切波大相径庭，因为曼在很大程度上并未重视斯考切波对国家自主性之潜在

性和关系性的论述。在曼看来，斯考切波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论述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实际上是由政治

精英组成和控制的这一观察出发，混淆了国家权力来源的制度维度和行动者维度，错误地把政治精英的

自主性等同于国家自主性，没有反映出国家权力所具有的制度性国家主义（institutional statism）特征［9］

（P48）。根据曼的论述，真实精英主义强调国家精英掌握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分配性权力，这一维度

下，国家是具有统一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国家的意志体现为政治精英的选择。而制度性国家主义则是一

种集体性而非分配性的权力观，强调既有制度对所有政治行为者的约束，国家则被视为把动态的社会关

系权威地制度化的方式［9］（P52）。

然而，在研究美国联邦制和政党赞助制度如何阻碍了国家能力在经济刺激领域的延伸，以及后来在

研究美国针对老兵和妇女福利政策的发起时，斯考切波通过将政治精英的偏好和自主权置于官僚、政党

体系和历史化的政治结构之中加以阐释［10］，实际上秉持了一种兼顾行动者和制度两个维度的国家观，并

没有如其批评者所批判的把体现国家自主性的公共政策完全视为政治精英意志。在最近的采访中，斯

考切波也再次澄清了人们对其国家自主性概念的误解和批评［11］（P6-7）。斯考切波和曼的区别并不在于

对国家要素的构成即国家权力主体认知的分歧，相反，他们都承认寓于国家中的制度和行动者维度。两

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对国家能力主体二重性的处理方式上。斯考切波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两种维度不可

分离，相辅相成；而曼等人则认为，只有清楚地区分两种维度才能够对国家权力的演化发展有更加清晰

的认识。

米切尔（Mitchell）进一步对国家的操作化方式进行了阐释。他明确反对非此即彼地把国家视为制

度聚合体或行动者的研究方法，并认为这种被简化还原的国家概念不能作为现实中国家的代表，真正的

国家是处在具体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网络当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往往不存在一个清晰的界

限［12］（P90）。国家的物质属性（制度机构系统）和意识形态属性（文化观念系统）是合二为一的，任何试

图把两者进行区分或者认为这种区分是理所当然的想法都是对国家概念的曲解，国家理论的真正任务

是对两者进行历史化的分析［12］（P78）。武（Vu）总结了国家形成文献为充实国家概念所做出的贡献：一

是使人们眼中的国家逐渐从单纯强调制度实体的唯物范畴扩展到了非物质，特别是文化、历史和价值观

念的范畴；二是国家的主要意涵已经发生了转变，由原先的强调组织采取自主性行动的能力转化为了人

在一套制度集合体中的行为［13］（P164）。人和制度的有机嵌入与实际互动状况正在取代单一的个体性

或制度性国家观，成为国家理论中阐释国家本质的基础。扎卡（Zacka）通过对美国基层官僚与普通民众

之间交流、互动过程的分析，展示了真实状态中旨在实现国家政策目标，依托基层官员和官僚制度的国

家能力是如何运行的。他使用“当国家遇上马路”的表述来描绘官民之间在基层的互动和共情，指出他

们对各自身份认同的能动理解和延绵反思在公共政策目标被意外地、超出官僚机构预期的实现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14］。

国外学界围绕国家要素、国家能力主体和国家权力运行真实状况的批判，与针对传统中国个案的研

究中对国家的理解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瞿同祖把兼具制度和观念两种属性，富有弹性和包容性的礼

治阐释为传统中国国家秩序维系和政治整合的关键［15］；周雪光强调长期存在于我国历史中观念统一体

与制度统一体之间的互动，阐释了科举制在凝聚传统中国这一观念统一体过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围

绕科举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

阐释［16］；邓小南以宋代言路为例，强调存在于具体执行过程和个体观念中的“活”的国家制度相较于文本

上的正式国家规制对宋代政治生活和国家权力运行的重要影响［17］。这些通过描述行动者与制度的复杂

互动，整合难以被拆解的寓于国家概念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属性，把国家权力运行的名与实进行历史化呈

现，关注国家权力在基层的真实运作情况和存在于民众观念中的国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与国外

学界对国家本质二重性的理解产生了奇妙的呼应，有必要引起国内政治学界同仁的关注。脱离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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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境和思想文化传统，简单地把国家简化为行动者或者制度机构的操作方法实际上则又把作为有

机整体的国家还原成了个体层面的行动者或组织层面的官僚系统，失去了人们对国家的真正感知和理

解，重蹈回归国家所批判的结构功能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迷失国家的覆辙。国家概念中

的非物质要素及其在国家权力的运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正如果斯基（Gorski）指出的，国家不

仅仅是行政、警察和军事组织，他们也是教育性纠正性和意识形态的组织［18］（P165）。在研究加尔文主

义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时，果斯基发现人力资源的增值与物质资源的动员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一套

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并非国家（汲取）能力产生的必要条件，精英政治对国家的建构和能力的形成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18］（P167）。

三、国家权力向国家能力转化的价值基础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阐释国家能力来源的基本框架。学者们在这一看似价值无涉的理论框架指导下

对国家与社会二者间的复杂互动进行了细致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中对国家社会之间协同、

自然化、相互赋权、半自愿服从等表述的背后隐含了实证主义传统下学者们对国家权力主体之动机和价

值取向的隐含关切。即使是在与价值无涉的理性选择视域下，也隐含了诸多关于国家价值取向的预设。

奥尔森（Olson）的“掠夺论”国家观和列维（Levi）的财政宪政理论都是从国家（统治者）与社会（民众）之间

的平衡状态出发来对国家本质及其能力进行具体阐释的。奥尔森把国家比喻为“常驻的匪帮”，对常驻

的强调意味着国家不同于对民众进行一次性掠夺且同样掌握暴力的流寇，而是以一种坐寇心态，使用低

折现率以期对民众和领土进行保护和长期经营。这种稳定状态的出现和维持在他看来便是国家政权和

国家能力的体现［19］（P567-569）。列维也以税收为切入点对国家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展开了更为

细致的分析。她认为，国家（统治者）在提升其征税和征兵能力的过程中，基于对社会竭泽而渔式地汲取

的政治、道德风险和行政成本的考虑，更倾向于在民众中间建立起一种半自愿服从或者有条件同意的动

态的相互稳定状态。这种服从的实现，一方面依赖于双方都遵循某种规范义务的意识，另一方面也离不

开双方对违规失范将受到惩罚的理性认识，是道德和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20］。

曼在剖析了西欧诸国的历史进程后，把制度化、例行化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视为国家能力的重要基

础。与斯考切波把自主性视为国家能力的基础不同，曼认为，随着国家社会相互渗透的不断加深，国家

在基础性权力①的维度上可以被视为单一聚合体的存在。因为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性、例行化沟通

协商渠道的拓展与成熟，国家在渗透社会并增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同时，社会力量也会通过制度化的协

商渠道反过来深入地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国家和社会在制度层面的交织互动使国家的专制性权力逐渐

弱化［9］（P59），现代国家的能力也因此不再反映于国家精英（行动者）维度，而是存在于越来越紧密的国

家—社会互动关系中，国家和社会之间趋向于一种自然化（naturalize）状态［9］（P61）。沿着曼的思路，埃

文斯（Evans）使用嵌入性自主和治理性互赖的概念来阐释国家能力的本质，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和社会之

间的均衡、互动关系。埃文斯强调的不只是国家使用强力控制社会或国家嵌入社会的程度，而是更加注

重国家将其自身的权威潜移默化地赋予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过程［21］，把国家权威在民众观念层面的认同

和理解作为国家能力顺利实施的价值基础。维斯（Weiss）通过把产业整合置于国家转型规划的任务列

表中，寄希望国家主动发挥其在协调社会、市场作用的同时能够进一步与产业部门合理、有效分享更多

的权力［22］，形成一种国家与其他主体之间权力平衡协调发展的局面。梵浩（Vom Hau）在研究阿根廷民

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指出，民众在观念层面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与配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目标实现

①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e power）和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是曼关于国家政治权力的两种划分。其中，基础性权力指的是国家渗透市民社

会，在其管辖范围内贯彻政治决策的能力，是通过与社会的讨价还价获得的权力。而专制性权力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

进行例行化、制度化协商的前提下自主行动的范围，是凌驾于社会的权力。

··114



张 禹：国家能力与国家概念再审视

的难易与结果的好坏，正当性是除了治理技术和制度条件外，国家基础性权力运行的关键［23］（P334，
335）。赵鼎新也强调民众在主观层面与国家展开合作意愿的重要性，提出了软件性基础权力，并把这一

概念纳入对基础性权力的批判中。以上这些论述和预设表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对某种规范义务和价值

目标的共识性认知是国家权力向国家能力转化的基础，深刻影响着国家能力的实际运行状况和效果。

四、公共利益与国家机构利益的一致性

从曼提出基础性权力概念开始，制度化、例行化成为主流的衡量现代国家能力的标准。在这一过程

中，寓于建制中的权力基本上取代了政治精英维度的权力，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国的能力。然而，用基础

性权力置换国家能力的做法忽略了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公共机构与民众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同样没能

处理好国家权力主体性质和来源的二重性问题，与曼批判斯考切波把政治精英的自主性等同于国家自

主性的逻辑一样，实则把公共机构的利益简单地等同于公共利益。

这种公共利益的定义方式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亨廷顿（Huntington）把制度化等同于现代化的政治发

展叙事的影响。在亨廷顿看来，国家机构天然具有了善和道德的维度，而稳定有效的政治制度/官僚系

统本身就是表达和实现民众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创造公共利益的能

力［24］（P12-24）。亨廷顿指出，“公共利益并不是自然法或人民意志中先天存在的东西，它也不仅仅是政

治进程的结果；相反，它是任何能够强化政府机构的东西。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25］（P25）。

这一颇有些循环论证的逻辑建构起了国家机构和人民利益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是建制性权力

得以置换国家能力的基础。诚然，当国家权力的主体完全是作为建制的公共机构，且公共机构的利益又

恰如亨廷顿所言就是公共利益的时候，考虑国家权力运行的动机和支配服从逻辑等问题便显得多此一

举，因为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共机构不管如何行动都是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但问题恰恰在于，公共机

构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非是始终一致的，公共机构以“公”之名对真正的公共利益进行褊狭代表和侵害

的情况时有发生。福山（Fukuyama）后来提出的更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力定义虽然也是亨廷顿式的，但他

在此基础上把国家能力界定为“国家干净地、透明地计划、执行政策和执行法律的能力”［26］（P21-22）。

从范围和强度两个维度来界定国家能力并强调干净和透明之于国家能力的重要意义表明了福山对公共

机构能否真正代表公共利益所持的谨慎态度。

如此看来，在国家权力向国家能力转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目标、意志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公权

力运行的向善取向是不可或缺且需要加以阐释的先决条件。只注重国家的制度属性，关注国家权力的

制度化程度是不够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体系需要被赋予特定的规范价值。缺乏价值关怀和完全非人格

化的国家权力很可能反以制度化的形式侵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正如温加斯特（Weingast）的著名论断所

指出的，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确保合同实施的政府机构和制度也同样强大到可以剥夺公民的财产［27］

（P1），国家能力要合理、有效运行并真正增进公共利益，既需要依托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又需要一种存在

于个体观念和实际执行层面，能够制约制度性权力异化的价值引导。

五、政治精英对国家权力运行的调适

制度体系的运行和国家权力的行使归根到底离不开人的作用，制度体系本身难以进行自我赋值，需

要依托关键行动者进行纠偏。周雪光在阐述我国国家治理的特征时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一方面依托

一整套延伸到地方的官僚科层组织以实现中央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倚仗非正式、非例行化的权力机

制以及中央（领导人）的卡里斯玛权威来不断纠正频繁发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僚体制偏离国家目标、意志

的行为［28］。国家实现其官方意志和治理目标的能力既依赖国家机构（组织）在理性化和责任伦理支配下

的运行状态，又蕴藏于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精英、中央权威在信念伦理的指引下运用其专断性

权力对作为建制的官僚组织进行的整顿中，以此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核心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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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不只是中国国家治理在漫长历史演进中呈现出的面貌，甚至能够追溯到韦伯研究现代理

性官僚制的问题意识［29］（P15）。在推崇理性官僚制的同时，韦伯也在思考如何避免工具理性和官僚系

统对个体和社会运行的完全支配，他寄希望于通过卡里斯玛权威和信念伦理来修正理性官僚制在自我

发展、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异化局面。高度理性化的官僚政治与功利主义的政策目标结合后，很

容易异化成为其自身的“非理性的”反面——不顾情境和实际后果而只顾履行上级命令和完成本职工作

的心态使原本具有伦理性和价值取向的政治生活异化为了庸俗官僚政治，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理性机

器在现代重建了埃及农奴制的铁屋［30］（P118）。汤普森（Thompson）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以理性官僚制为

载体的现代政治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大型组织和现代政治生活中，由于行政程序繁复，部门层级众

多，参与人员冗杂，人们在具体的政治过程和决策产生机制中很难识别出对决策和政策结果具体负责的

个人，先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有机的责任、回应关系转变为机械的、个人与机构以及各机构之间的责任

与回应性关系，导致了所谓的“手太多的问题”［31］（P4-5）。汤普森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恢

复人与人之间的回应性和责任性，试图杜绝把原本应由个人承担的政治责任转嫁给制度的行为，把制定

政策和做出政治决定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个人的观念当中而不是机构的形式上［31］（P5-7）。

需要注意的是，当以一种二元对立而非二重性的视域来看待组成国家的制度机构和政治精英时，人

治与法制、专断性与制度化、卡里斯玛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等概念之间便会呈现出相互矛盾而非对立统

一。进一步地，前述提到的诉诸卡里斯玛和信念伦理，通过政治精英和行动者来调整国家建制和官僚体

系，从而维系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合乎价值理性运行的方式便容易被理解为以人治代替法制，以人格

化、专断化代替理性化和例行化而遭到批判和完全否定。希尔斯（Shils）通过重新解释卡理斯玛权威与

法理型权威的二分，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的情况来澄清人们对两者相互对立的认知。希尔斯

认为，卡里斯玛是弥散性的，并不必然附着于超凡个体之上。从作用机制上而言，卡里斯玛广泛存在于

社会的例行功能运作之中，而将卡里斯玛特质赋予普通的个人，使行动者产生基于信念伦理的信服是广

泛而常见的政治权力现象。卡里斯玛并非只会损害正常社会制度和民主法治程序，在很多情况下也会

使民主法治程序更好地运转，实现国家的实质性功能［32］（P199-200）。格尔茨（Geertz）也指出，现代国家

与传统王权国家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看只是对权力的人格化进行了更为巧妙的“包装与诠释”［33］

（P143）。即使在建立起成熟的理性官僚制，与传统专制权威完全对立的现代法理社会中，政治权力也

仍然需要定义和加强自己的文化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政治精英依托信念伦理和专断性权力对国

家机构及其基础性权力进行纠偏是国家能力主体的制度—行动者二重性使然。政治精英作为国家的重

要组成要素和权力行使主体，承担着强化国家权力文化框架，维系国家意识形态正当性叙事和保障政治

发展之价值方向的关键角色。但是，依靠关键行动者，诉诸克里斯玛对建制性权力和官僚体系的修正需

要建立在民主和法治之上。相较于建制性权力不断僵化和国家能力价值理性缺失的危害，专制性权力

失去制度性制约可能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人”对制度的赋值和纠偏不能过犹不及，这对政治精英和

国家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德才和素质要求。

六、结 语

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如孔飞力所言，“中国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进入现代的”［34］

（P121）。这里的统一既指领土的完整和文明的延续，又有民众在观念和文化层面的普遍认同之意。对

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学理化阐释，需要把“中国”这一观念和制度的统一体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主体进

行呈现，切实描述国家治理能力在政治生活中运行的真实状况。“用理论和制度代替实践，用目的代替过

程，用二元代替复杂的纠缠关系”［35］（P103）的研究方式需要被完善。在对西方的国家能力概念及其背

后的国家观进行借鉴和扬弃时，历史化情境化地阐释国家概念中的制度—行动者二重性，重视国家权力

向国家能力转换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国家价值取向，关注公共利益与国家机构利益的一致性问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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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部要素（行动者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与调适，是确保推进国家治理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

的根本价值，增进国家公共利益的关键。当国家治理的主体，即一系列国家机构和各级党政官员在根本

价值和利益的追求上与寓于人民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目标相契合时，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克服诸多困境与挑战，最大限度地增进国家的公共利益，从而最

大限度地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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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ing State Capacity and the Concept of State

Zhang Yu（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ny studies on China's governance capacity are based on learning and criticizing Western

state capacity theories. The perception about the nature of state capacity has experienced a shift from state au‐

tonomy to infrastructure power. In this process，it is a common way to decompose the abstract state into a

consistent actor or institution configuration，and then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one of the attributes in the gener‐

ation and operation of state capacity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However，this simplified approach should

not obscure the rich discourses and narratives on the very nature and elements of state in Wester state capacity

theories. Listed below is the key that helps absorb and criticize the state capacity theories：historicize and

contextualiz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or-institution dualism that exists in the concept of the state；pay at‐

tention to assumption on state's values orientation，which is easily neglected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e pow‐

er to state capacity；emphasiz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state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state institutions；

and understand political elites' corre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Key words state capacity；conception of state；national governance；value orientation；institution rec‐

tification；institution r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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